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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郑二威
（西安交通大学 法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要：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明确犯罪记录的私人与公共双重属性、犯罪记录封存的不同类型及其所具

有的规范与社会意义。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应明确轻微犯罪记录的标准和范围、采取二元封存启动方式，以裁判

生效、刑罚执行完毕为封存启动的时点，明确三种封存主体。 对于封存类型的选择，应兼顾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制度，并考虑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实现分阶段的转化，同时区别对待轻罪和微罪，选择不同的犯罪记录封存类

型，并适时转向彻底封存，由此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与累犯、再犯的关系也得以明朗化。 另外，还应排除部分类型的犯

罪，分类设定不同的考察方式和内容，明确解除封存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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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引出

近年来，随着刑法修正案的接续颁布，轻罪立法成为一种显著现象，刑事司法中的轻微犯罪随之增多。
虽然现实生活中仍不乏重罪案件，但轻微犯罪案件在整体案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犯罪结构正在发生转

变。 轻微犯罪案件和重罪案件所凸显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存在显著差异，二者

的社会防卫要求不应等同。 然而，目前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中存在诸多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其并未明确

区分轻微犯罪和重罪，而是从不同方面对犯罪人员作了较为广泛的限制，并一概无差别地适用。① 这并不利

于轻微犯罪人员的社会复归。
为了避免施加混乱失序的犯罪附随后果，促进真正改过自新的犯罪人员融入社会，理论与实践中大致有

直接和间接两种路径。 直接路径通过合宪性审查对犯罪附随后果进行优化，间接路径则通过犯罪记录消灭

与封存制度规避不合理的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 就直接优化犯罪附随后果而言，其只是针对规范性犯罪附

随后果而作出的制度设计，对于社会性犯罪附随后果则力有不逮；就犯罪记录消灭制度而言，其虽具有彻底

性，但有可能忽略特定犯罪附随后果的合理性，且可能受到重刑主义国民观念的阻碍。 从实践来看，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经由制度试行、法律定型与规范补正三个阶段的发展，已基本成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由此可见，对于促进犯罪人员复归社会的路径，目前中国更倾向于犯罪记录封存这一举措。 当然，
就促进犯罪人员复归社会的路径而言，优化犯罪附随后果规定、构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构建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这三者并非互斥选其一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协同共进、互相配合的关系。
立足于此，本文希冀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提出具体化的建议，以助益其规范定型与落地实

践。 相比于现有研究，本文具有以下突破：其一，相对于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②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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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适用范围上明确区分了轻微犯罪与其他犯罪的本质差别，二者是整体封存与部分封存的关系；其二，在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本文考虑到犯罪记录合理用途的实现，兼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
犯罪记录封存的类型进行合理划分，实现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动态构建。

二、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非从无到有的创设性制度，其已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领域得到发展，但
还存在适用主体与刑罚范围过窄的局限性。 将该制度扩展到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还有必要厘清

几个基础问题。
（一）犯罪记录的双重属性

犯罪记录应当具有何种属性，对于执行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犯罪人员、被害人等利害关系人所享有的

权利及其限度至关重要。 如果认为犯罪记录仅具有私人属性，无疑将过度扩张犯罪人员对其犯罪记录所享

有的权利，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反之，如果认为犯罪记录仅具有公共属性，无疑将极大扩张国家与社会对

犯罪记录所享有的权利，不利于保障犯罪人员的私人利益。
１．犯罪记录具有私人属性

根据《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简称《犯罪记录意见》）中的规定，对犯罪人员录入的

信息包括犯罪人员的基本情况及刑事案件流程中各个环节的相关内容，这承载着犯罪人员个人的行踪轨迹

和行为动向，甚至直接标识了具体个人的特定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简称《网络安全法》）
第 ７８ 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 条指出，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

的基本属性。 由此可见，犯罪记录在内容构成上是与犯罪有关的个人信息的集合，在本质上具有个人信息的

可识别性，故其无疑应属于犯罪人员的一种个人信息。① 对此，《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
（简称《实施办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亦明确指出：“对于需要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不予公开，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库，执行严格的保管制度。”该规定明显构

建了犯罪记录与个人信息相互关联的通道，即犯罪记录应属个人信息。
既然犯罪记录属于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那么犯罪人员对其犯罪记录必然享有相应的个人信息权。 根

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４ 条至第 ５０ 条的规定，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享有相应的权利，包括知情同

意权、决定权、限制权、拒绝权、查阅复制权、转移请求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等。 与此相对应，犯罪人员对其

犯罪记录也应享有相应的权利。
２．犯罪记录具有公共属性

虽然犯罪记录属于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但这种个人信息并非完全私有，而是内含公共属性。 首先，犯
罪记录是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人员的犯罪事实的一种客观记载，而犯罪事实作为犯罪人员侵害国家法益、公
共法益或他人法益的一种客观事实，本身彰显着公共信息的属性，由此而形成的犯罪记录自然也不例外。 其

次，犯罪记录虽然以行为人实施犯罪为前提条件，但犯罪记录的最终形成却并非由个人所主导，而是由具有

公共属性的国家专门机关来收集并登记完成，这也表明犯罪记录并非完全私有的个人信息。 最后，国家建立

犯罪记录制度，对犯罪人员信息进行收集、登记和有效管理，是国家有关部门充分掌握与运用犯罪人员信息，
进而适时制定和调整刑事政策及其他公共政策，改进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有效防控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所

不可或缺的途径。 国家与社会通过使用犯罪记录，能够有效完善对信息社会的管理。 因此，国家与社会应对

犯罪记录具有使用权。
由此可见，犯罪记录所记载的信息内容具有公共属性。 正因如此，犯罪人员对其犯罪记录不可能享有完

全的个人信息权，而只能享有不完全、有限度的个人信息权，在公共属性优先时必须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个

人属性进行不同程度的限制。 例如，在限制权或拒绝权的享有上，相关利害关系人可以对犯罪人员的犯罪记

录进行处理而不受限制或不被拒绝。 又如，在转移请求权的享有上，由于犯罪记录的收集、登记与流转应受

到严格的控制，犯罪人员可能无法请求将其犯罪记录转移至其指定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处。 再如，在删除权的

① 参见吴尚聪：《犯罪记录的制度逻辑：双元结构与利益衡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４９⁃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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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上，出于查处犯罪和预防犯罪的需要，犯罪人员在特定时空内不可能要求国家专门机关彻底消灭其犯罪

记录，但出于犯罪人员复归社会与再社会化的需要，其犯罪记录可能被封存，从而实现一种有限的“被遗忘”
状态。①

（二）犯罪记录封存的不同类型

从各国实践来看，犯罪记录封存具有不同模式。 犯罪记录封存基于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区分为多种类型。
因此，在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有必要厘清犯罪记录封存的类型。

１．部分封存和整体封存

以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为基准可以将犯罪记录封存分为部分封存和整体封存两种类型，这可以从

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或者适用刑罚等方面作出划分。 在犯罪主体方面，可立足于主体类型的

不同而作出不同划分，比如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在犯罪主观方面，可根据责

任要素的不同而作出区别对待，比如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在犯罪客体方面，可立足于犯罪行为侵害法益的

不同而作出不同划分，比如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和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在适用刑罚

方面，可立足于法定刑或者宣告刑的刑度来作出不同对待，比如法定最高刑为三年以下、宣告刑为五年以

下等。
就此而言，如果立法层面欲构建犯罪记录部分封存制度，可根据以上标准进行单一或组合选择，此时犯

罪记录封存就只适用于部分犯罪人、部分性质的犯罪或者判处特定刑罚以下的犯罪。 例如，目前中国的未成

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适用于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这就结

合了犯罪主体和判处刑罚两个方面限定了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 如果立法层面欲构建犯罪记录整体封

存制度，此时就可不再刻意区分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或适用刑罚等情况，而是一概对所有犯罪

记录进行封存。 当然，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只是意味着犯罪记录封存的整体适用，并非意味着整体封存所实现

的法律效果都是同一的。 在整体封存视域下，依然可以视封存程度的不同对封存之后的法律效果作出分层

次的区别处理。②

２．（半）彻底封存和（半）有限封存

犯罪记录封存有程度上的差异，据此可立足于犯罪记录封存后流转和使用的范围对其作出划分。 首先，
当犯罪记录仅在收集、登记机关这一官方领域内部流转，用于法律制定、政策完善等公共用途时，犯罪记录封

存类型就体现为彻底封存，此时基本上是将犯罪记录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很少关涉具体犯罪人员的利益。
其次，当犯罪记录还可以在刑事司法机构领域流转，用于案件侦破、犯罪认定、刑罚裁量与执行等刑事司法用

途时，犯罪记录封存类型就体现为半彻底封存，此时犯罪记录直接关涉具体犯罪人员的刑事权利。 再次，当
犯罪记录又可以在相关单位和个人领域流转，用于升学、就业等证明用途时，犯罪记录封存就体现为有限封

存，此时犯罪记录直接关涉具体犯罪人员的规范评价。 最后，当犯罪记录的流转扩展至一般的利害关系人领

域，用于具体个人的品格证明等私人用途时，犯罪记录封存类型就体现为半有限封存，此时犯罪记录直接关

涉具体犯罪人员的社会评价。
（三）犯罪记录封存的双重意义

目前，理论与实践对犯罪记录封存意义的关注侧重于规范层面而非社会层面。 事实上，犯罪记录封存具

有规范和社会双重意义。
１．犯罪记录封存具有规范层面的意义

首先，犯罪记录封存的规范意义体现为规避混乱失序的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的适用。 目前，关于犯罪附随

后果的规定较为混乱，而这些犯罪附随后果适用的前提是行为人曾因犯过罪而留有犯罪记录。 一旦将犯罪

记录封存，相关主体就无法任意地获取犯罪记录，从而可以规避不合理的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
其次，犯罪记录封存的规范意义还体现为配合优化后的犯罪附随后果的合理适用。 当下，理论中已经提

①
②

参见刘文杰：《被遗忘权：传统元素、新语境与利益衡量》，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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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诸多优化犯罪附随后果的方法，实践中对此也更加地重视。① 未来，随着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的合理化，
在适用犯罪附随后果规定时，行为人是否因犯过罪而留有犯罪记录是以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效果为基础的，
因此优化后的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的适用仍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之相配合。

最后，犯罪记录封存的规范意义还体现在其与犯罪记录有限查询模式互为表里。 犯罪记录制度是集犯

罪记录收集、登记、封存、查询、消灭等于一体的制度。② 其中，犯罪记录查询联结着封存与消灭，无法查询可

谓犯罪记录的消灭，禁止查询可谓犯罪记录的彻底封存，半有限查询可谓犯罪记录的半彻底封存，有限查询

可谓犯罪记录的有限封存，半无限查询可谓犯罪记录的半有限封存，无限查询可谓犯罪记录的不封存（公开

化）。 由此可见，犯罪记录封存的规范意义还在于由此选择并构建合适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
２．犯罪记录封存具有社会层面的意义

这种社会意义主要体现为如何在社会层面实现犯罪人员曾经的犯罪事实被有限地遗忘。 作为生存在社

会群体中的主体，每个人都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他既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存在的社会意义，也在

提升自我的过程中寻找存在的自身意义。 换言之，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此在寓于世界之中，他必须在其存在

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并同时返归他自己向来所是的那个存在者。③ 正因如此，每个人在世界

之中面向社会时都具有一种社会身份，这种社会身份是每个人有所作为的关键。
然而，与普罗大众有所不同的是，犯罪人员的社会身份由于被标签化，就仅剩一种固化的“罪犯”身份。

这种“罪犯”身份为其打上了耻辱的烙印，进而超越了个人所拥有的其他角色或地位，成为个人的主要身份。
“罪犯”这一主要身份成为被贴上标签的人的典型特征，从而塑造了其他人与犯罪人员之间的互动内容。④

这种“罪犯”身份使得犯罪人员在开展社会活动时处处受限，导致犯罪人员无论如何改过自新，都将处于社

会底层，无法获得社会认同感，以致与社会脱节。 构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社会意义就在于通过密封保存犯

罪记录，实现犯罪记录在有限范围内的流转和利用，避免犯罪记录无序地公开化。 当基于犯罪事实存在的犯

罪记录被封存时，对于社会上的他人来说，这种已经过去了的事实无从可知，犯罪人员曾经的犯罪事实会被

渐渐遗忘。 由此，犯罪人也就可以逐渐实现从“罪犯”到“正常人”的社会身份的转变，从而平等地融入社

会中。

三、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具体展开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既有制度本身的复杂性，也有与相关制度契合的困难

性，其中涉及的内容较为繁杂，需要统筹兼顾、体系构建。
（一）明确轻微犯罪范围的划定标准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首先必须明确轻微犯罪的划分标准。 如何划定轻微犯罪，理论上存在不同

观点。 本文认为，在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宜以 ３ 年有期徒刑宣告刑为轻微犯罪与重罪的划界

标准。
１．轻微犯罪的范围宜以宣告刑为基准划定

不可否认，就立法上的轻罪而言，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划分轻重罪的等级具有合理性。 这种划分方法从

立法角度就已然确定了罪之类型：特定的罪名只能是轻罪、特定的罪名只能是重罪。 此种划分下的轻罪也可

谓罪名意义上的轻罪，或是纯正的轻罪。⑤ 然而，轻重罪划分标准的选择实际上取决于所要实现的目的，在

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４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第三节第四小节“加强对涉罪人员相关
问题的审查研究，遵循宪法和法治原则作出妥善处理”明确指出，因犯罪受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规定与宪法有关规定
的原则和精神不符，也与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的原则和精神不符；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不得从事某种职业的规定应当严格遵循宪法和有
关法律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综合考虑罪刑轻重、罪名种类、社会危害性大小、相关限禁措施与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等因素，在未超出一定
必要性和合理性的情况下，公平合理地进行设定。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４ 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
告———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网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２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２４１２ ／ ｔ２０２４１２２５＿４４２０２８．ｈｔｍｌ。

参见郑二威：《我国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体系性构建》，载江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 ４９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４ 年版，第 ３４４ 页。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 ２ 版），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７５ 页。
参见［美］亚历克斯·皮盖惹主编：《犯罪学理论手册》，吴宗宪主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３６６ 页。
参见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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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这种划分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无论是英美刑法还是大陆刑法，对犯罪的处罚都并非仅限于既遂标准。 从某种意义而言，犯罪预

备、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都可能受到刑事处罚，并因此形成犯罪记录。 轻罪的既遂与重罪的预备相比，前者

有时甚至在最终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上超越后者，而宣告刑则是法院在法定刑的基础上

针对个案具体情节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之后作出的综合评判和合理裁量，最终反映了犯罪人所实施犯罪的社

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与再犯可能性。 换言之，如果可以将法定刑比喻为公开价或指导价，那么宣告刑就可

以称为市场价或成交价，成交价更能反映实情。① 这种实情，亦是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以在社会防卫

与保障犯罪人员正当权利之间达成价值平衡的关键所在。
其次，以法定最高刑作为轻重罪划分标准的优点在于确定性，即在轻罪立法阶段、行为人犯罪之前就可

以确定其所实施的犯罪是轻罪还是重罪，从而决定是否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然而，也正是这种确定性会

使犯罪记录封存仅适用于特定且有限的罪名，这既不利于提高实施特定重罪但造成很轻微后果的犯罪人员

劳动改造的积极性及更好地促进其再社会化，也不利于鼓励犯罪人员在实施特定重罪时及时“收手”。
最后，犯罪记录封存与消灭截然不同：犯罪记录消灭具有彻底性，是犯罪人员行使个人信息删除权和被

遗忘权的体现，一旦犯罪记录被删除或匿名化，相关信息将永远无法被找回或再次标识特定人；犯罪记录封

存“意在保密”，其并非将犯罪人视为从未犯罪，而是在“犯罪人是否曾犯罪”问题上保持相对沉默，②这只是

意味着有限被遗忘权的实现，与犯罪记录有限查询互为表里。 即使犯罪记录被封存，仍然可能被再次利用并

在累犯、再犯的认定中进行规范评价，且具有解除封存的可能。 因此在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上，无须局

限于特定罪名，而是应适当扩大范围，此时以宣告刑为标准划分轻重罪的优势便足以显现。 正因如此，目前

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甄选了宣告刑作为标准，而非法定刑。 事实上，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上，应
当考量的并非立法阶段已经确立的轻罪，而是司法阶段经过裁量之后确定的轻微犯罪。

２．轻微犯罪的范围宜以 ３ 年有期徒刑为基准划定

首先，中国刑法条文并未明确规定划分轻重犯罪的刑度标准，理论中存在五年刑期、三年刑期、一年刑

期、拘役等不同标准。 由以往的刑事司法统计数据来看，以五年有期徒刑作为轻重犯罪的划界标准具有一定

的认同基础，比如人民法院系统沿用已久的传统标准即是如此。 但近年来，“五年说”标准下的“轻罪”比重

迅速上升，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五年有期徒刑以下轻刑案件的占比已经达到 ８０％甚至 ９０％以上。③ 相较“五年说”
而言，目前“三年说”标准应该更为合理。 一方面，这在刑事立法层面存在诸多依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简称《刑法》）第 ７ 条属人管辖原则、第 ８ 条保护管辖原则及第 ７２ 条缓刑适用条件中的规定，又如《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简称《刑事诉讼法》）第 ２１６ 条简易程序、第 ２２２ 条速裁程序及第 ２８８ 条刑事和解

中的规定；另一方面，这也在司法层面成为现实选择，如 ２０２０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向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时，使用了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作为确定轻微

犯罪案件的标准，这反映出“３ 年说”成为实务部门的现实选择。④

其次，虽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立足于五年宣告刑，但这并不意味着五年宣告刑以下的犯罪即为

轻微犯罪的范围。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核心指向是特定主体，即侧重于供给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和优先保护，而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中，所关注的其实是轻微犯罪。⑤ 就此而言，目前的未成年

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并不能完全归属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二者可谓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类型化、差异

化体现。
因此，在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本文认为，以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宣告刑为轻微犯罪的标准较为

可取，亦即只要犯罪人员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附加刑、定罪免刑，不管所犯何罪，都有

可能适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卢建平：《为什么说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３ 页。
参见卢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反思与完善》，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１ 期，第 ７２ 页。
参见卢建平：《为什么说我国已经进入轻罪时代》，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４ 页。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载中国人大网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 ／ ｎｐｃ ／ ｃ２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２０１０ ／ ｔ２０２０１０１５＿３０８１５２．ｈｔｍｌ。
参见李思远：《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载《清华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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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犯罪记录封存的启动方式和范围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应当明确封存的启动方式及范围。 选择合适的封存启动方式能够明确执行

封存者的行动指南，对于执行者合理处理犯罪人员的犯罪记录非常重要；厘定恰适的封存范围能够规避犯罪

人员的犯罪记录的泄露风险，对于封存效果的实现同样举足轻重。
１．构建二元的犯罪记录封存启动方式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应当采取主动（法定依职权）和被动（酌定依申请）的二元封存启动方式。 当前的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所采取的主要是依职权封存方式，但这种封存方式过于单一，并不能充分调动相关人员

参与其中的积极性。 未来在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增加主动申请的方式，形成二元互动模式。
其一，依职权封存应是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启动的主要方式。 一方面，依职权封存赋予国家专门机关一种

强制性义务，此时封存的职责是法定的，而非酌定的。①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封存条件，国家专门机关就应

当执行封存，无须申请人经历繁琐的申请程序。 这既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不作为现象的发生，也能防止相关犯

罪人员因申请程序繁琐而被迫放弃封存，由此尽可能落实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提高犯罪记录封存的覆盖率。
另一方面，依申请封存要求相关人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准备相应申请材料并提交，现实中可能阻碍部分

人员的犯罪记录封存。 例如，美国部分州实行犯罪记录申请封存制，需要经历前罪犯向法庭申请、法庭或其

行政部门初查与通知、法庭作出裁定、申请被拒绝后要求复审或上诉等一系列繁琐程序，有时还需要聘请律

师协助填写申请表格、准备相关的证据、代理整个申请过程等，这严重影响了相关人员申请封存其犯罪记录

的积极性。②

其二，依申请封存应是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启动的补充方式。 虽然依职权封存具有诸多优势，但也存在一

些不足。 一方面，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等级的确定及等级转换的条件是依据法院生效裁判中的宣告刑确定的，
但宣告刑在实际执行中会发生变化，实际的执行刑并不一定完全与宣告刑一致，因此依职权封存很可能导致

封存的不及时。 例如，服刑人员因表现良好而提前释放时，可以申请提前封存其犯罪记录。 另一方面，依职

权封存过于强调法律规定的硬性标准，可能忽略了相关人员的意愿。 例如，当犯罪嫌疑人经过法院审理而被

宣告为无罪时，可能存在刑事侦查、逮捕、强制措施等记录。 这些记录同样可能产生污名化效应，因此也通常

被纳入依职权封存的范围内。 然而，有些情况下（比如正当防卫情形下）行为人可能并不希望这些记录被封

存，反而需要以此证明自己的行为性质，此种情况下应赋予行为人自我决定权，由其决定是否封存。
２．划定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中“犯罪记录”的内容范围

犯罪记录封存的内容范围，应立足于刑事流程的不同阶段，从而在纵向上实现犯罪记录的全流程封存。
根据《犯罪记录意见》和《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第 ２ 条规定可知，犯罪记录是指国家专门机

关对犯罪人员的客观记载。 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有罪外，其他情况均应当视为无罪。 可以看出，一
方面，犯罪记录需要特定化，即明确指向某个犯罪人员，这就需要国家专门机关对其进行详细的犯罪信息描

摹；另一方面，犯罪记录的最终形成必须以人民法院判定行为人有罪为基础，至于是否判处刑罚则在所不问。
有关人员虽涉嫌犯罪，但只要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或裁定，或者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办

案单位撤销案件、撤回起诉、对其终止侦查的，依然属于无犯罪记录人员。 就此而言，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可

谓实质意义上的犯罪记录，这也是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核心所在。 然而，犯罪记录的核心虽然在于法院的生

效裁判，但范围却并不限于此。 对此，《实施办法》第 ２ 条至第 ４ 条亦指出，应当封存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
包括侦查、起诉、审判及刑事执行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全部案卷材料信息，亦包

括不予刑事处罚、不追究刑事责任、不起诉、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记录，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帮教

考察、心理疏导、司法救助等工作的记录及免予刑事处罚的记录。
总的来说，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中，封存的犯罪记录在内容范围上可以分为实质上的犯罪记

录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些前提记录和后续记录。 实质上的犯罪记录指向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 只要行为人

被人民法院裁判有罪，即使未施加刑罚，也存在相应的犯罪记录，这确证了人民法院是唯一具有定罪量刑权

①

②

参见刘清生：《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冲突与弥合：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未来走向》，载《中国刑事法杂志》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第 ８５⁃８６页。

参见赖早兴：《美国犯罪记录制度改革及其借鉴》，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６９⁃１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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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主体。 前提记录如立案侦查、刑事强制措施、审查起诉等记录，虽不能判定行为人具有犯罪记录，但难

免引起社会公众的相关联想；后续记录如刑罚执行、社区矫正等记录，一般是以行为人被定罪为基础，因而社

会公众可据此断定行为人具有犯罪记录。 这些非判决的刑事记录亦会产生污名化效应，会给行为人带来诸

多负面的社会评价，甚至可能毁掉一个人的声誉、生计，甚至生命。 因此，在厘定犯罪记录封存范围时，应兼

顾判决记录与非判决记录，将其延展至一切刑事记录。
３．扩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中“犯罪记录”的形式范围

随着信息网络社会的到来，“万物数字化，一切可计算”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常态模式，人们的行为场域

已经从现实空间扩展至网络空间。 在这种“双层结构社会”下，网络空间中的“被遗忘”往往被忽略，也更难

实现。 一方面，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传播更为迅速、更具规模和更加多样，这直接导致犯罪记录封存面临巨大

困难；另一方面，部分属于犯罪记录封存范围的信息，早在刑事立案之前就已在网络空间中被报道，借助数字

画像技术可以精准定位到特定的犯罪人员，这也使犯罪记录封存的效果大打折扣。① 由此可见，在信息时

代，犯罪记录封存如果仅仅着眼于物理空间存在的犯罪记录信息，封存效果显然会事倍功半。 反之，只有同

时将网络空间中所存储的电子犯罪记录信息进行封存，才可能有效地实现犯罪事实的有限被遗忘。 正因如

此，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１０３４ 条，还是《网络安全法》第 ７８ 条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４ 条，都
强调个人信息的电子形态存在方式。 《实施办法》第 ２ 条更是直接表明，电子档案信息亦必须封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除个别例

外情形外都应当在统一的裁判文书网公布，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删除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

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息，但是对于当事人的姓名，原则上予以保留，
例外情况下（如对于未成年人）可予以隐名处理。 由此可见，刑事司法流程中的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刑罚执

行与变更决定书等法律文书以实名公布为原则、以匿名公布为例外。 换言之，犯罪人员的犯罪记录基本以电

子形态处于公开化的状态。 虽然该规定第 ２ 条试图将这种裁判文书获取途径限缩在统一渠道，并明确了裁

判文书网是全国法院公布裁判文书的统一平台，各级人民法院在本院政务网站及司法公开平台设置裁判文

书网的链接，但在实践中，很多民间网站和网络平台通过收集裁判文书网所公布的法律文书，变相地形成了

各自的犯罪信息数据库。 这种以电子形态存在的犯罪记录信息的传播更为便利，且较易被社会人群获取，这
无疑会导致犯罪记录被广泛散播，直接消解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效用价值。 正因如此，在轻微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构建中，必须明确封存的犯罪记录范围延及电子形态的存在方式。 否则，裁判文书网的实名公开必然

会导致犯罪记录封存的不完善。 对此，可以仿照欧陆国家实行裁判文书的匿名公开制，将当事人的姓名隐

去，保留法官、诉讼代理人等非当事人的姓名，由此才可进一步建立完善的犯罪记录制度。②

（三）选定犯罪记录封存时点和主体

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应选定封存的时点和主体。 什么时间执行封存关乎犯罪人员融入社会的

契机，甚至影响着封存的法律效果，不容小觑；由谁来执行封存关乎责任主体的义务分配机制，甚至影响着具

体执行者责任的轻重，也不可轻视。
１．确定封存的时点

确定犯罪记录封存的时点实际上与封存的目的相关联，甚至还与其他关联制度密不可分。 对于成年人

而言，犯罪记录封存所要实现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其再社会化，并非消灭已判处或正在执行的刑罚，因而原

则上应当从犯罪人员的刑罚执行完毕、复归社会的时点启动封存，从而避免失序的犯罪附随后果的施加和社

会群体的隐性歧视现象。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犯罪记录封存所要实现的目的还包括对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

身心健康的特殊保护，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

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上可以看出，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原则上应当自犯罪记录产生的那一刻即执

行封存，也即法院的裁判生效后执行封存。 根据《实施办法》第 １１ 条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事实上也

是采取了裁判生效时点这一标准。 当然，采取这一时点的原因还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并不公开，裁

①
②

参见苗梅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被遗忘权的制度性嵌入》，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０１⁃１６０２ 页。
参见周子实：《犯罪记录制度与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兼容问题的比较研究》，载《西部法学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３５⁃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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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文书也不在互联网公布。 因此，在法院的裁判生效之时即时封存犯罪记录，既不会与审判公开及裁判文书

上网制度产生冲突，也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被散播的风险，从而有效实现封存效果。
２．扩展封存的主体

目前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立法上所框定的范围过于狭窄，未能涉及司法机关及相关司法

行政人员之外的主体，这种狭窄的封存主体范围导致未成年人刑事信息的失控加剧。① 因此，未来在构建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适当扩展封存主体的范围。 封存主体的确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通知封存

的主体，其二是执行封存的主体，其三是监督封存的主体。 这三类主体与封存时点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通知封存的主体应是人民法院。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第 ２ 条规定，犯罪

记录产生的核心在于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故而当人民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应当将刑事裁判文书、《犯罪记

录封存通知书》及时送达被告人，并同时送达同级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告知其执行封存。
其次，执行封存的主体应当尽量实现全覆盖。 其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是刑事司法流程中必不可

少的主体，因而必然收集并登记了犯罪人员的相关信息，也就必然是执行封存的主体。 其二，在判决生效后，
刑罚执行机构也必然会获取犯罪人员的相关信息，进而掌握大量的犯罪记录，因此诸如看守所、监狱、社区矫

正机构等也应纳入封存犯罪记录的主体范围中。 其三，由于审判公开制度及裁判文书上网制度的推行，各种

网络媒体和网络平台也可能会收集到犯罪人员的犯罪信息，因而也应当被纳入执行封存的主体范围中，以避

免犯罪记录在社会上的无序流转和使用。 总之，就执行封存的主体而言，凡是接触并获取到犯罪人员犯罪记

录相关信息的主体都应被纳入其中，从而实现犯罪记录的全面封存。
最后，监督封存的主体应是检察院。 目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而言，《实施办法》第 ２２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进行法律监督。 对犯罪记录应当封存而未封存，或者封存不当，或者未成

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对确实存在错误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单位予

以纠正。 有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人民检察院的纠正意见后及时审查处理。 经审查无误的，应当向人民检察院

说明理由；经审查确实有误的，应当及时纠正，并将纠正措施与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未来，在构建轻微犯

罪记录封存制度时，仍可以检察院为监督主体，明确检察院对犯罪记录封存工作的监督权，将犯罪记录封存

和查询的全过程纳入检察监督范围，相关主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应及时审查和反馈。
（四）厘清犯罪记录封存类型和效力

国家应当权衡犯罪记录封存的性质和程度，以减少个人因犯罪记录的存在而可能受到的损害，②而犯罪

记录封存的性质和程度因封存类型选择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从适用的范围来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无疑属

于犯罪记录部分封存。 而从封存的程度来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要选择哪种类型的封存是尚不确定

的，仍须审慎选择。
１．兼顾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类型的选择，应兼顾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现二者的区分处理。
目前，《刑事诉讼法》第 ２８６ 条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查询范围上设置了两种情况：一是司

法机关为办案需要进行查询，二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 从条文规定来看，似乎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封存所采取的是有限封存。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根据《刑法》第 １００ 条规定，符合犯罪记录封存条

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员，免除其犯罪记录报告义务。 换言之，一旦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有关单位就不

再具有查询犯罪记录的权利，否则就会导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报告义务免除的刑法规定丧失实质意义。 况

且，《实施办法》第 ９ 条亦指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应当贯彻及时、有效的原则。 对于犯罪记录被封存

的未成年人，在入伍、就业时免除犯罪记录的报告义务。 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因涉嫌再次犯罪接受司

法机关调查时，应当主动、如实地供述其犯罪记录情况，不得回避、隐瞒。”
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所指向的并非有限封存，也非彻底封存，而是半彻底封存。 换言之，一

旦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流转和使用范围不得逾越刑事司法领域，即只有司法机关基于办案需要才可

①
②

参见苗梅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中被遗忘权的制度性嵌入》，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第 １６０２ 页。
Ｓｅｅ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Ｑｕｉｒｉ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ｕ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００： １００，

ｐ．１０７⁃１０８（２０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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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其犯罪记录进行刑事评价，其他相关单位和个人并不能获取其犯罪记录进行规范和社会评价。 这一立

场可从《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第 １０ 条中得到确证。 该条明确指出，即使相关的个人或单

位可以查询行为人的犯罪记录，并且行为人确有犯罪记录，但只要其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且被判处五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受理单位就应当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或者出具《查询告知函》，并载明查询对象无犯罪

记录。 由此可见，目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类型应体现为半彻底封存，犯罪记录流转和使用的范围具有

有限性。
２．考量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的动态变化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类型的选择，还应考虑犯罪附随后果的规定，实现分阶段的转化。 轻微犯罪记录

封存的主要目的之一便在于规避混乱失序的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如果选择的封存类型无法实现这一目的，
封存的法律效果就功败垂成。 根据《刑法》第 ３７ 条之一第 １ 款的规定，从业禁止可谓法定的犯罪附随后

果。① 同时该条第 ３ 款还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

定。”可以看出，除了《刑法》所规定的犯罪附随后果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也可规定犯罪附随后果。 这就直

接引发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创设不合理的犯罪附随后果的情况，甚至诸多位阶低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规范

性文件也规定了诸多犯罪附随后果，且这些规定在职业禁止与犯罪性质、限制从业时间等方面大多并不符合

实质关联性、适当性和均衡性的要求。
由此可见，通过犯罪记录封存来规避此种混乱失序的犯罪附随后果规定的适用就成为一种必要选择。

因此，在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尚未系统优化之前，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类型选择应以半彻底封存为主，亦即在

符合犯罪记录封存的条件下，一旦犯罪记录被封存，犯罪记录就不能在相关单位和个人领域流转和使用，从
而实现封存的规范和社会意义；在犯罪附随后果规定完成系统优化之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类型选择可以

有限封存为主，从而使具有查询权的单位和个人获取犯罪记录时，适用符合比例原则要求的合理的犯罪附随

后果规定，实现犯罪记录封存与《刑法》第 ３７ 条之一关于从业禁止规定的协调一致，也进一步完善犯罪记录

封存之后的流转和使用机制。
３．区别对待轻罪和微罪

关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类型的选择，还应区别对待轻罪和微罪，选择由宽到严的不同封存程度。 轻微犯

罪应是轻罪和微罪的统称，二者都可包含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中。 随着犯罪结构的结构性变迁和刑事

治理现代化的推进，犯罪治理模式也更加强调精细化、科学化、分层化。 虽然轻罪与微罪都可包含于轻微犯

罪体系中，但二者仍有区别。 例如，中国刑法理论以拘役为界限对微罪和轻罪进行区分。 从刑种上来看，附
加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显然天差地别；从刑度上来看，单处附加刑、定罪免刑与主刑也存在巨大差异；从
刑罚执行上来看，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执行主体和执行方式也有所不同。 虽然以宣告刑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作为适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标准具有合理性，但从近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来看，轻微犯罪的比重不

可小觑，比如从 ２０２３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的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来看，被判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案件比例已超过 ８５％。② 可见，如果忽略轻微犯罪内部的差异，一概无差别地对体量如此巨大的犯罪记录进

行等同程度的封存处理，既难以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感，也必然会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阻碍。 因此，在构建轻

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有必要将轻微犯罪进一步划分为轻罪和微罪，从而构建不同类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

度，以精细化、差异化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科学地处理不同犯罪人员的犯罪记录，平衡公众知情权和犯罪人

员个人信息权。 比如就轻罪而言，可以适用犯罪记录有限封存的类型；就微罪而言，可以适用犯罪记录半彻

底封存的类型。
４．适时转向彻底封存

无论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还是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二者都应当适时地转向彻底封存，并最终实现

犯罪记录的消灭。 换言之，犯罪记录封存的最终归宿既非（半）有限封存，也非半彻底封存，而是彻底封存，

①
②

参见陈兴良：《轻罪治理的理论思考》，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 页。
参见《常态化！ 最高法按季度对外公布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ｕｒｔ．ｇｏｖ．ｃｎ ／ ｚｉｘｕｎ ／ ｘｉａｎｇｑｉｎｇ ／ ４０８４２２．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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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消灭。 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有犯罪史的人再次犯罪的风险与没有犯罪史的人首次犯罪的风险相

同，①由此基于犯罪记录而形成的社会防卫机制也就不再发挥作用。 在刑事司法中，当刑事诉讼目的已然完

成或者不复存在时，继续存储犯罪记录或许就不再符合目的正当性的要求，应当促使此类数据尽快走向终

结。② 犯罪记录作为一种具有时效性的个人信息，其个人属性与公共属性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和时

间的流逝而失去流转和利用的价值。 因此，一旦时效届满，无论是刑事领域的评价，还是非刑事领域的规范

评价，甚至是社会领域的非规范评价，都应当随之消失。
例如在刑事领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

定，对于有前科的，综合考虑前科的性质、时间间隔长短、次数、处罚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 １０％以

下。 显然，就量刑考量因素而言，这里的时间间隔长短的因素也应当落实。 就此而言，将犯罪记录封存的类

型适时转向彻底封存就可实现这一目标。 又如在非刑事领域的规范评价方面，很多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

犯罪附随后果并未明确适用期限，虽然这在形式即法律位阶上符合法治要求，但在实质内容上却有违比例原

则之要求，故而适时地将犯罪记录封存由有限封存转为彻底封存就可规避这一终身性的规范评价。 又如，在
社会领域的非规范评价方面，虽然犯罪人员的犯罪事实不可能被消灭，但这种犯罪事实所依附的载体却可以

被删除或封存。 当犯罪人员已经真正改过自新融入社会中、被害人及相关人员已经淡忘了犯罪人员的犯罪

事实时，社会群体的隐性歧视评价也就丧失了意义，此时就有必要将犯罪记录封存转向彻底封存。
５．梳理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与累犯、再犯之关系

首先，就一般累犯的适用场合而言：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一般累犯，这主要是由于《刑法》第 ６５ 条已经

明确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排除在一般累犯的适用范围之外。 因而无论未成年人所实施的犯罪是否被判处五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抑或是否被免予刑事处罚，从而是否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其都不可能成立一般累犯。
对于成年人而言，如果采取彻底封存模式，那么司法机关即使基于办案需要也无法获取犯罪人员的犯罪记

录，因而该成年人的前罪事实也就无从可知，构成一般累犯的基础不复存在，故不会构成一般累犯。 反之如

果采取的是半彻底封存或（半）有限封存，司法机关基于办案需要依然可以获取其犯罪记录，因而也就有可

能在刑事领域再次进行法律评价，此时即使封存了该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依然可成立一般累犯。
其次，就毒品再犯的适用场合而言：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但这并非基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制度，因为即使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司法机关仍然可基于办案需要获取其犯罪记录。 未成年人不构

成毒品再犯主要基于“举重以明轻”的法理，即虽然《刑法》第 ３５６ 条规定了毒品再犯，并且没有设置“不满十

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的但书条款， 但由于未成年犯不成立一般累犯，当然更不成立更轻的毒品再犯。 从

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比毒品再犯更为苛刻、累犯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而《刑法》却未规定毒品再犯不得适用

缓刑和假释，足以看出毒品再犯之“轻”之所在。③ 对于成年人而言，这种“举重以明轻”的法理基础并不存

在，因而需要考虑犯罪记录封存的类型：如果采取的是彻底封存，则不构成毒品再犯；如果采取的是半彻底封

存或（半）有限封存，则构成毒品再犯并无疑问。
最后，就特别累犯的适用场合而言：由于目前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所采取的是半彻底封存，且《刑

法》第 ６６ 条并未将未成年人排除在特别累犯的适用范围之外，因而当未成年人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时，已被封存的犯罪记录可以成为认定特别累犯的评价依据，其构成特

别累犯并无疑问。 对于成年人而言，根据“举重以明轻”的法理，可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
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排除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之外。 此时则无论采取的是彻底封存、半彻底封

存或是（半）有限封存的模式，相关类型的犯罪记录都无法被封存，其构成特别累犯亦无疑问。
（五）设定犯罪记录封存的限制条件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构建对于保障犯罪人员的个人信息权来说，无疑迈出了重要一步，对于犯罪人

员复归社会也大有裨益。 然而，权利的行使如果没有合理的约束，必然会导致权利的滥用。 如欲构建完整完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Ｑｕｉｒｉｏｎ，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ｐｕ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ｆｔｅｒ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１００：１００， ｐ．１０３
（２０１９） ．

参见郑曦：《刑事诉讼数据处理的全流程监管》，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５ 期，第 ２０２ 页。
参见曾新华：《犯罪记录封存“但书”规定的法教义学展开》，载《中国刑事法杂志》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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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必须设定一些封存适用的限制和解封条件，以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

平衡。
１．特定犯罪类型不适用轻微犯罪记录封存

对于封存适用的限制条件，应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中“轻微犯罪”的性质，将特定类型的犯罪排除在

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范围之外，或者至少不适用彻底封存、半彻底封存及有限封存的模式。 轻微犯罪的

划分标准只是从刑罚量度的视角考虑了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这对于特定类型的犯罪及犯罪人员的评价而

言还不够全面。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范围的划定，还应考虑特定类型犯罪的性质，从而明确不适用封存的

负面清单。
首先，应排除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 通常来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都属于严重犯罪，各国对危害国家

安全的犯罪也都秉承严格惩治的理念，将其设置为抽象危险犯。 国家安全作为一国政治、经济运行之根本条

件，在法益位阶的排序上可居第一，中国刑法分则将侵害国家安全法益的犯罪排在首位、规定特别累犯也反

映出这一点。
其次，应排除某些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主要是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此两类犯罪

组织严密，在社会危害性上更胜一筹，也显示出行为人更深的主观恶性与再犯可能性，这从特别累犯的规定

中也可以看出。
最后，应排除性侵犯罪。 中国多部规范文件明确规定，限制性侵犯罪人员的犯罪记录封存。 例如，《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６２ 条规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安机

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具有前述行为记

录的，不得录用。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
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当及时解聘。”又如，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
公安部印发的《关于建立教职员工准入查询性侵违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见》第 ５ 条明确指出：“学校新招录

教师、行政人员、勤杂人员、安保人员等在校园内工作的教职员工，在入职前应当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

询。 在认定教师资格前，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应当对申请人员进行性侵违法犯罪信息查询。”总的来说，对于

性侵犯罪而言，犯罪记录能被查询是一种常态，而被封存则是一种例外。
２．设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的考察条件

目前，基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并未

设定相应的考察条件。 只要满足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条

件，即可执行封存，但这并不合理。 未来，在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有必要整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

犯罪记录封存，并分别设定不同的考察条件，此也可谓等待期。 等待期的设置旨在考察犯罪人员是否再犯其

他罪行，如此才能体现出适用犯罪记录封存的稳妥性。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可推行先封存后考察的方式：为
避免等待期间复归社会遭遇层层阻碍，考察时间宜框定在刑罚执行期间；同时考察内容不必过于苛刻，只要

未成年犯罪人员在刑罚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新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就仍可继续执行封存。 对于成年人而

言，应推行先考察后封存的方式：考察时间同样宜框定在刑罚执行期间；考察内容则应进行实质认定，只有犯

罪人员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表现良好的，才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适

用犯罪记录封存。
３．明确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后解除封存的情形

目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而言，《实施办法》第 １８ 条第 １ 款明确列明了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解

除封存的三种情形，其规定：“对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封存机关应当对其犯罪

记录解除封存：（一）在未成年时实施新的犯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五

年有期徒刑的；（二）发现未成年时实施的漏罪，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五

年有期徒刑的；（三）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以上三种情形由于突破了未成年人犯

罪记录封存适用的刑度条件，因而应当解除封存。 对于轻微犯罪记录封存而言，可参照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解

除封存的三种情形作出相应规定，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封存机关应当对其犯罪记录解除封存：（一）实施

新的犯罪，且新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二）发现实施的漏罪，



１３８　　 中 国 海 商 法 研 究 第 ３７ 卷

且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刑罚超过三年有期徒刑的；（三）经审判监督程序改判三年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另外，《实施办法》第 １８ 条第 ２ 款还规定：“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故意

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这也可视为一种解除封存的情形。 但在轻微

犯罪记录封存视域下，该项规定应当作出修改，即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成年后又犯罪判处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其之前的犯罪记录。

四、结语

随着社会文明的提升和轻罪立法的推进，中国的犯罪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囿于犯罪附随后果规

定适用的混乱、社会群体依然对犯罪人员歧视的现实情况，构建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确有必要的。 犯罪

记录封存既具有规范层面的意义，也具有事实层面的意义，对于促进真正改过自新的犯罪人员融入社会、实
现其再社会化，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未来，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刑事治理现代化的深

入推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必将进一步完善，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必将构建完成，精细化、差异

化的犯罪记录整体封存制度的构建也将适时提上日程。①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ＺＨＥＮＧ Ｅｒｗ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ｄｏｐｔ ａ ｄｕ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ｅ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ｊｕ⁃
ｖｅｎｉｌｅ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ｐｈ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ｓｄｅｍｅａ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ｔｙ ｏｆｆｅｎ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ｌｌ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ｎ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ｅｃｉｄ⁃
ｉｖ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ｏｆｆｅｎ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ｒｅｌｉｅｆ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ｏｒ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ｓｅａｌ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ｍｅｓ；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ｌｅｇ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ｅａｌｉｎｇ

（责任编辑：盛　 怡）

① 参见郑二威：《我国犯罪记录分类分级封存的制度构建》，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６ 年第 ４ 期，第 １２９⁃１３２ 页。


